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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农村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

——基于衡南县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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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农村协商治理面临主体缺位、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等现实困境。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采用数智技术解决协商治理难题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

手。基于赋能理论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考察了农村协商治理中数智技术的

主体赋能路径。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智技术通过虚实场景再造、沉浸式

体验、村务“云扩散”的心理赋能机制，唤醒乡村集体记忆、增强参与效能感、培育公共精神，

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通过数智平台拓展协商渠道、共享议题信息、回应民众关

切等结构赋能机制，突破了村民参与的时空阻隔及知识结构、权力结构限制，提升了村民的

参与能力；通过成果分配共商、决策过程公开、共创结果公示的成果赋能机制，增强了村民

的参与获得感，提升了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数智技术的有效赋能有助于农村协商治

理中集体共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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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加强城乡基层协商治理，“两办”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

见》，我国在基层协商治理的顶层设计、底层关怀和实践创新等方面已取得系列成就，探索出北京“共

商共治”、上海“党建引领协商治理”、武汉“共同缔造”、成都“村民议事会”等城乡基层协商治理的典

型模式。协商治理是协商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融合互动的成果，具有逻辑上的契合性、过程上的连

接性、价值上的统一性和主体上的互动性[1]，有利于作为自治单元的城乡社区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达

成共识[2]。然而，在实践层面，农村协商治理仍面临主体离散与政治冷漠、利益分化与公共精神弱化、、

制度缺位与政府强势主导等问题[3]，进而导致村民参与意愿不足、协商能力欠缺、协商结果难以达成

共识的治理困境。近年来，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开启了乡村治理的

新征程，即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以下简称数智技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目前，数智技术对基层协商民主乃至社会治理全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4]。发展数字协商民

主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5]。具

体到农村场域，数智技术如何解决协商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学界围绕数智技术嵌入农村协商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数智技术促进农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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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治理变革的机制及其限度。数字化协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形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路径[6]。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创新数智协商

民主提供了可能[7]。大数据等智能技术通过对议题产生、宣传动员、对话互动、决策落实等机制的技

术嵌入，实现了基层协商民主过程、方式、内容的整体性变革[4]。其中，微信群、QQ群、公众号和小程

序、掌上APP等数字化协商平台亦在议题征集、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评价等各环节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形成了多样化的基层协商治理经验[8⁃9]。然而，数智技术应用于农村协商治理实践仍面临基

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资源投入量太少、技术人才缺乏、信息资源利用率低等实践困境[10]，数智技术在基

层协商治理中的应用也存在数字鸿沟、数字霸权、数据泄漏等风险[6]。二是数智技术促进农村协商治

理实现场域更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农村协商治理场域从线下平台向网络平台拓展[11]。

同时，协商民主过程也因为数智技术的嵌入而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覆盖力，为基层协商治理提供

了一个新的时代场景[12]。三是数智技术促进农村协商治理的效能提升。大数据时代的基层协商民主

在民意聚合、主体关系、信息共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4]。在农村协商治理实践

探索中实现的“协商共治体系”能够有效破解农村的治理困境，促进农村治理现代化[10]。

数智技术在驱动农村协商治理模式创新、场域更新、效能提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逐步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但既有研究集中关注数智技术对农村协商治理各环节的赋

能，及其导致的协商治理过程、方式、内容、场域的变革和治理效能的提升，鲜少从微观的个体视角探

究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逻辑，尤其缺乏数智技术与具体场景所面临的协商治理困境的适配性研究。

笔者在衡南县调研农村民主恳谈制度运作情况的过程中发现，村民的参与意愿、能力存在不足，且常

常由于利益分化产生诸多意见分歧，难以达成共识，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较差。而这些是决定农村

协商治理成效及其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基于衡阳市人民政府和湖南农业大学共同承建

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在衡南县D村开展的“人工智能+屋场恳谈”实验，以普通村民为访谈

对象，考察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逻辑、过程机制及其治理绩效。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农村协商治理既有基层协商治理的共性，也有区别于城市基层治理场域的特征。当前农村协商

治理仍面临参与主体缺位、协商过程官方主导、协商结果满意度差的现实困境，极大制约了协商治理

制度效能的释放。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21年 11月至 2022年 11月在湖南省衡南县开展的涵盖“民意

征集、民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民主评价”五阶段的“人工智能+民主恳谈”社会实验结果表

明，数智技术在解决农村协商治理困境、提升治理效能方面效果显著。因此，以“数智技术-主体赋

能-治理效能”三者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论预设，探讨数智技术驱动农村协商治理的内在机理。

1.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分析框架

“赋能”作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逐渐得到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众多组织内部赋能与组织外部赋

能视为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力[13]。何谓赋能？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赋能的目的在于帮助无权者获得自己生活的决定权，提高被赋能者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

效能感和控制感[14]。也有学者认为，赋能的核心在于帮助别人（或组织）成功[15]。事实上，赋能的对象是

多元的，涉及对个体、组织和社群赋能[16]。笔者认为，赋能的核心在于主体赋能，即如何让被赋能者拥有

权力并提高能力。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数智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数智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及其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方面的作

用。大数据技术赋能正在形成一套以应用为基础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治

理水平[17]。然而由于数智技术的赋能对象不同，其赋能路径、赋能机制也存在差异。黄博认为大数据

在决策依据、权力运行、治理架构、效能呈现维度的赋能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前瞻化、精细化、系统化和

智能化水平[18]。李燕凌等认为，数字技术从公共话语体系的重塑、双向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共资源的

统筹协调三个维度赋能，为乡村自主治理提供外源动力[19]。王亚华等从规则供给、规则执行、规则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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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维度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理论机制[20]。曹银山等则从参与条件、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

三个维度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村民自治的逻辑[21]。已有研究阐述了数智技术在治理过程、治理效果、

治理规则、治理主体层面的赋能，为认识数智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逻辑提供了多维的视角。然而，笔

者在实验前期的田野调查和“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中发现，农村协商治理效能的提升首先

要解决对协商主体的赋能，以提升其协商意愿、协商能力及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

为探讨数智技术的主体赋能是如何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的，结合已有的赋能理论和衡南县民主恳

谈面临的治理主体参与意愿不足、能力欠缺、满意度差的现实困境，本研究构建了数智技术的主体赋

能分析框架（参见图1）。

一是实验前的心理赋能。心理赋能关注被赋能者的主观意愿，使其产生更强的意义感、效能感

和影响力[22]。心理赋能过程的本质在于激励，侧重于改善被赋能者的社会心理和内在动机，或侧重于

个人的主观意识，如自我意识、自信，使他们感到自己身在其中、能够通过积极行动掌控自己的命

运[23]。在农村协商治理中，表现为数智技术改善个体参与协商治理的主观感受，使得他们产生更强的

参与意愿和参与效能感。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空间能够唤醒乡村社会记忆，激发离散化的村民对乡

村的情感和认同[24]。村民通过数字空间的互动，能够增强地域共同体意识，强化对村庄的身份认同，

进而提升集体行动意识，拓展数字空间的公共性[25]。

二是实验过程中的结构赋能。结构赋能关注被赋能者行动的外部条件，通过提供便利的外部条

件为行动赋予力量[17]。一个直接的机制是消除阻碍被赋能者获取信息、机会、资源等的结构性障

碍[18]。在农村协商治理领域，主要是消除参与主体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决策信

息、参与渠道、治理资源，以提升参与主体的协商能力。而数智技术所构建的虚拟空间恰恰突破了时

空的阻隔，为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议题协商提供了平台；并且，数字空间突破了传统乡村治理中以村

庄精英为中心的治理结构，使每个治理主体都有对公共事务和议题发表言论的自由[25]，促进乡村治理

结构从“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转变[8]。此外，数字平台的信息公开共享机制是保障村民理性

决策的基础[21]。

三是作为实验结果的成果赋能。作为心理赋能和结构赋能的补充，成果赋能关注被赋能者对协

商结果的满意度，既包括对协商成果本身的满意度，也包括对协商成果形成过程和执行情况的满意

度。这也是提升参与主体持续参与农村协商治理的关键因素。就协商结果而言，达成共识和化解冲

突最能体现协商治理的成效[26]。而数字治理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

务，切实提高公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27]。

2.案例选择：衡南县D村屋场恳谈

本研究旨在揭示数智技术促进农村协商治理的逻辑和运行机制，解析“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

题，适合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聚焦于一点”，充分利用不同的资料来源来全方位了解和描述

案例[28]，在基础理论与经验材料反复对个案进行建构，能够揭示现象背后动态复杂机制并从独特中抽

取一般，使得通过个案得出的内在机制具有普遍意义[29]，因此，本研究选取个案研究法，选择衡南县D
村作为研究个案。

为加强群众之间、干群之间的交流，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衡南县聚焦农村“屋场”这

图 1 农村协商治理的数智赋能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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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层治理小单元，不断试点探索，于 2019年在 D村首创屋场恳谈会制度，制定“宣传宣讲、释疑解

惑、排忧解难、凝心聚力”的原则，推动政策在群众家门口宣讲、民意在群众家门口听取、矛盾在群众

家门口化解、难题在群众家门口解决、发展在群众家门口谋划，并将这一制度逐步推广到全县 375个

村。衡南县屋场恳谈会打通了基层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提

升了农村治理的效能。作为衡阳市农村基层民主“屋场恳谈”首创地，D村先后就产业发展、道路建

设、饮水等问题开展了 50余场屋场恳谈会，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基层协商治理模式，被司法部、民政部

纳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被中共湖南省委授予“湖南省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称号。

3.研究方法：“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

衡南县“屋场恳谈会”尽管在推动农村协商民主、助力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遇到不少难题，例如村民的参与意愿不足、协商治理过程形式化、协商主

体利益分化等等，事实上难以做到全主体、全覆盖、全过程的协商民主。为化解农村协商治理的困

境，衡阳市人民政府和湖南农业大学共同承建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于 2021年 11月开始以

D村为实验村，开展了历时一年、涵盖五阶段的“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

实验前，湖南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屋场恳谈”项目组与衡南县委县政府、D村，联合衡南县所在

的衡阳市民政局、市委网信办一起，共同确定“屋场恳谈”的议事主题，确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施方

案，并做好实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详细了解实验村的人口情况、组织情况、经济情况、生态环境情

况、社会发展情况等信息。拟借助当地 5G、大数据网络信息平台等数智技术，打破恳谈时间、空间的

限制，开展民意征集、民主协商、民主表决、民主监督、民主评价等五次全天候线上+定期线下的“人

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活动。

实验中，高校研究团队、政府实验团队、中国联通（所在地的分公司）技术团队合作研发设计“云

恳谈”APP，APP预录入村组织、生态、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民主建设等村社区信息，以及村民

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结构等人口信息，以便随时查询及匹配相关信息。村民可以在APP上自愿

报名参加五场恳谈会，可以在APP上留言表达诉求或提出建议。在实验的现场，采用了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会议全程在平台进行直播并进行录音录像。实验的目的在于汇集村内干部、群众、留守

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的集体智慧，全过程、全方位发挥全体村民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基层人民民主建

设，构建具有“人文温度”的农村智慧社区，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作为基层政府汇集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衡南县屋场恳谈会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人工

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通过导入数智技术拓展多元参与主体，将“屋场恳谈”升级为实现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智慧平台，提升了农村治理效能。因此，该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笔者作为实

验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全程深度参与并全程记录，获取了充分的一手资料，因此选择该个案进行

深度剖析具有可行性。

为进一步提高案例分析的“建构效度”，课题组以调研、实验、访谈等多样化的途径获取数据和资

料，形成“证据三角形”[30]。此外，笔者全程参与了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的全过程，在

实验前期、中期、后期对实验村 6名相关基层干部和 15名村民就参与协商治理意愿、能力及满意度等

方面进行了深度访谈，并持续追踪衡南县屋场恳谈会制度的发展，参与了衡南县《屋场恳谈会口袋

书》《屋场恳谈会工作手册》等系列成果的编制以及实验村先后开展的 50余场屋场恳谈会。这些资料

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事实支撑。

二、心理赋能增强协商治理意愿

在农村协商治理中，基层干部和村民是主要的协商主体，其协商意愿对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发

展十分重要，但当前基层干部对协商民主的认知有限[31]，公众的参与动机和协商意愿较弱[32]。通过访

谈发现，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动机和意愿受情感认同、参与效能感、公共精神等主观因素的影

响。因此，在“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中，通过数智技术再造玉树堂、坪坝等传统公共议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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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新设“云恳谈”APP和微信群等新型公共议事空间，搭建起村民关注、共议公共事务的虚实平台，

并通过平台的使用增强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可行性和效能感，结合相关的线上线下活动培养村民的

公共精神，有助于增强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

1.虚实场景再造唤醒乡村集体记忆

乡村集体记忆是特定村落地域空间中村民（包括曾经生活在乡村中的成员）在长期生产生活中

形成的对于村落共同体归属感、认同感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集体记忆[33]，可以通过民俗、方言、古建

筑等多种载体呈现、维系，对乡村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村民对村庄的集体认同感也是基于传

统的民俗节庆活动、方言、建筑等载体。随着封建迷信的破除、市场经济的渗透、城乡人口的自由流

动等而引起的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价值观念的变迁，使农民的共同话语体系破裂、集体记忆磨灭、

原子化程度加深、互相合作愈发困难，动摇了农村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每次开大会，动员大家来参

会都很困难，动员村民做集体村务更是难上加难”（20211101-N1GB）①①。

实验过程中，在D村选取有百年历史的玉树堂前、上百户农户家的坪坝上、“云恳谈”APP和微信

群等互联网平台中，政府有关部门、村干部和村民就村务工作开展了数十次的沟通和商议，唤起了村

民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村民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留守村里的老人从共商村务、共治村貌的屋

场恳谈活动中找回了“守望相助”“同心同德”的集体记忆。随着人口外流，很多村民认为村里已经没

有盼头，而 “开了几次会，看到大家为了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同心协力，好像找到了熟悉的感觉”

（20220512-N4CM）。从村里走出去的游子也从参与村务工作中找回了归属感。“我就是这个村走出

去的，听着熟悉的乡音，看到家乡的变化，亲自做着（社会实验）这件好事，觉得很有成就感”

（20220728-N4GB）。此外，村干部通过“云恳谈”APP和微信群推送一些精心制作的村庄老照片集，

进一步唤醒了村民尘封的记忆，借助乡村振兴重焕村庄往日生机的理念逐步成为共识。

2.沉浸式体验提升参与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府的信念，是一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政治和社会的过

程中发挥作用的感觉[34]。政治效能感又可以划分为内在的效能感和外在的效能感。公民的政治效能

感源于自己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念，即内在的效能感，同时也对政府回应自己的诉求有信心，即外

在的效能感。目前，学界已有诸多研究论证了外在的政治效能感对村民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35]，这也

就意味着村民的政治效能感越强，对政治系统的回应就有越高的心理预期，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性

就越大[36]。D村的 2400多名村民中，实际上只有一半常年住在村里，且大多数为老人和小孩，其他一

些中青年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对于村务治理、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新理念、新做法难以充分理解和接

受，多持观望的态度。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双季稻轮种”“水稻龙虾套

种”等新农业项目及“网络直播带货”等农产品销售方式也逐渐在D村出现，但难以动员村民广泛参

与以形成规模效应。“村里刚开始搞这些项目的时候，我看也看不懂，认为还是老老实实种我的一亩

三分地靠谱”（20220728-N10CM）。部分村民不但不愿积极参与，还因为不理解有抵触情绪。“这还

不是一阵风的事情，再说了，我有那本事还不早去外面发展了”（20220512-N3CM）。

在“人工智能+屋场恳谈”实验中，村民可以通过“云恳谈”APP随时随地留言，切实参与到公共

事务的协商中来。不会打字的村民可以用语音转化成文字的方式表达，外住村民还可以通过直播沉

浸式参与线下恳谈会，极大提升了村民参与村务的便捷性和有效性。“现在能在 APP上获取村务信

息，直接留言发声，还能以直播的方式参与线下恳谈会，参与感很强”（20220728-N10CM）。同时，

“人工智能+屋场恳谈”这一协商治理的形式，不仅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而且在“云恳谈”

APP 上全体村民可以公开参与公共议题商议与决策，并获得上级部门的广泛关注。“这次听说是省

里、市里有关部门都关注的，通过线上会议或者视频，领导们可以直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情况和声

音，感觉提议能得到积极的回应”（20220728-N10CM）。当村民通过“云恳谈”APP对公共事务发表

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发现政府开始理解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意愿，并根据建设性的建议修改决策

①    访谈记录编号中的字母意义分别为：N为排序，CM为“村民”，GB为“干部”，XS为“线上参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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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这样一来，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效能感和积极性也得以提高。在实验后的屋场恳谈中，村民

的参与度达到了90%以上。

3.村务“云扩散”培育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不仅关系到如何动员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如何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的现实问题，也

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败 [37]。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守望相助”“同心同

德”等传统公共精神的式微，“团结协作”等现代公共精神的缺失，造成乡村社会外在的复杂关系及内

在的认同真空，乡村治理缺乏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基础。“这些年大家打工的打工，上学的上学，不会

为村里的一些小事再大费周章地聚在一起商量解决。近几年扶贫、乡村振兴的项目到村里，如果不

是落到自己家里，也懒得去掺和，太麻烦了”（20211101-N3CM）。因此，如何培育治理主体的公共精

神，化解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是提升乡村自主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实验准备期，村委会干部通过“云恳谈”APP、微信等线上方式以及“屋场恳谈”对国家大政方针

及村级发展规划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引导村民关注并充分了解村公共事务，将家庭的发展和村庄的

兴旺紧密联系起来。各项政策和村务的公开化、透明化也提升了村民对恳谈会议题的认知。开现场

恳谈会时，不同于平时三三两两去村委会反映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家事情的情景，大家提出

的议题集中于社保、医保、村集体经济发展、村公路建设等公共问题。借助“云恳谈”APP中的视频会

议进行直播，发言的村民对着大屏幕、拿起话筒，明显感觉到其强烈的仪式感和使命感。“感觉一下就

来了，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所以认真地提了几条比较重要的意见，我家门口小路的问题

没好意思提”（20220728-N9CM）。一些对村里发展产业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的村民，通过线上线下

各种渠道收到村里发送的乡村产业发展信息，也慢慢地也开始关心起相关事务，村里开会也会凑热

闹听一听，村里有事需要帮忙也会帮一把。

三、结构赋能提升协商治理能力

农村民主决策的主体是村民[38]。村民参与是乡村自主治理的关键性环节，村民参与的深度和广

度则是衡量其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参与能力则体现为村民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的表达、沟通、

行动等方面的能力。通过访谈发现：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能力主要受认知水平、协商氛围、参与频率

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中，适应于农村的数智技术因其便捷性和延展性

为村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资源、民主的协商环境、闭环的回应机制，有助于消除农村协商治理中存在

的信息不对称、官方主导、治理体系不健全的结构性障碍。

1.数智协商“云平台”拓展协商渠道

受文化程度、认知水平、舆论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村民往往缺乏充分获取、理解政策及理性表达

意见的能力，而流动的村民更难以及时获取村务信息，制约了村民广泛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因为当

事人不在村里，一些公共事务的协商很难开展，比如要占用他家的一小块地修路，户主不在家，就很

难及时沟通，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后来绕过他家修了路，他回来后又闹，说路没有通到他家”

（20211102-N2GB）。还有一些如孩子上学、老人养老等影响长远的事，因为无法及时、充分沟通而

导致决策难以让村民满意。“以前要解决村里反映的问题，只能听汇报的村干部或者来访村民的片面

之词，要了解全貌下村走访又费时间又难以顾全，所以决策周期长、效果差，很难让大家都满意”

（20220513-N5GB）。

在“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中，“云恳谈”APP、微信、云会议数智平台为村民提供了便捷

的协商渠道，并组织村民进行专业的技能培训，增强了村民参与的信心和能力。“村里说那些网络营

销什么的有配套服务，我觉得自己能做的比以前更多了”（20220513-N8CM-XS）。此外，数智平台

中全过程的资料也为不在现场的县、镇级甚至市级相关部门领导做决策时提供了可追溯的一手资

料。“现在可以对反映的问题进行全过程、全面追溯，既有充分的依据，又能杜绝片面之言甚至不诚信

的说辞，提升了决策的效率”（20220513-N5GB）。针对第一次“人工智能+屋场恳谈”会上村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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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二十几个疑问，镇驻村干部、派驻D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干部们在现场一一进行了解答，最后

大家通过票决形式提炼出 10个现场无法解决的急难愁盼问题。恳谈会上通过平台云录制及现场做

笔记的方式全程做好记录，为后期县、镇、村干部以及村民进行民主协商提供了充分的决策依据，同

时也实质性地提升了多元主体参与协商治理的能力。

2.村级议题“云共享”增进集体共识

在屋场恳谈的实践中，民主协商的议题设置与村民关心的议题往往并不一致，制约了村民参与

的积极性。而村干部的“延时回应”也给村民带来了不好的参与体验。“好几次都被村干部做通了工

作，但其实都是因为不忍心看到他们为难，心里还是很不服气的”（20221012-N2CM）。究其根本，还

是村干部、村民对政策的理解不全面、不充分造成的。受个体认知、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村民对

村集体推行的政策往往缺乏客观、理性的判断。在实验中，民意征集到的议题中呼声最高的是社保

和医保，其次是产业发展。但村干部认为，社保、医保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产业发展方面

条件相对成熟。目前村里的产业规模不大，且惠及人数不多。一旦产业发展起来，村民收入会有大

幅增加，社保、医保的问题也能得到缓解。因此，各级干部将产业发展作为屋场恳谈的优先讨论

议题。

不同于以往反复线下开会研讨、做群众思想工作，实验利用“云恳谈”APP、微信等平台发送村级

产业发展蓝图、案例及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知识等，潜移默化地唤起村民发展村集体经济、解决村社区

问题的参与意识，形成协同治理网络。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政策宣传和资料推送，我们发现：在第二

次实验中，村民就第一次征集的项目展开讨论、辩论和协商并推选出预算总额两倍的项目数。第三

次实验中村民就第二次确定的项目进行投票，最终确定的优先解决项目为产业发展，已经超过了民

意征集中的社保、医保问题。“这次大多数村民提出的社保和医保问题，本来觉得对每一个村民来说

都很重要，但是看到群里发的相关政策深度解读，还有村集体经济会带来的效益，也就释然了”

（20221012-N2CM）。可见，通过数智平台进行村级议题信息发布和共享解决了农村协商治理过程

中利益分散化的问题，村民对村集体的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案有了更加清晰、理性的认知，有

助于协商治理过程中集体共识的形成。

3.社会议题“云回应”提升参与频率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的下沉，村级承担的治理任务繁重。然而村组织并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

面对村民反映的“大问题”只能上报而无法直接回应。“也不是说我们不热心村务，好多事情反映上去

了，根本得不到解决，有些问题不要说村里了，镇里、县里都说没有这个权力或者能力，所以也就不太

愿意参与了”（20211102-N1CM）。此外，治理资源的获取也往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一直在

外面打拼，心里始终记挂着家乡的发展，想找机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是感觉没有着力点，毕竟能

力也比较有限”（20220729-N12CM-XS）。据实验结果统计，云恳谈 APP中关于社保、医保、赡养

老人、产业发展的问题占了所有议题的 80%。而这些议题在设定了指定议题的恳谈会上不会被讨

论，在村民分散反映问题时也不会引起重视。

在“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中，村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医保待遇、退休村干部待遇、农

户自建房审批、惠农政策等都能直接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并获得积极回应。此外，通过“云恳谈”

APP进行线上直播也获得外地村民的广泛关注。在现场连线环节，外地村民也会通过视频发言，询

问回乡创业扶持政策、留守老人照护等问题。“线上屋场恳谈让我身临其境，感觉听到的信息很真实，

产生了一些很具体的想法，准备把目前的一些业务跟家乡的产业发展进行对接”（20220729-
N12CM-XS）。“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民主协商经验也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渠道进行更广泛的传

播，从而丰富外部的输入性资源。“我把家乡的风景、农产品等拍成视频，写一些推文，很快获得了一

些关注，还有做生意的朋友说要跟我一起到家乡来搞事业”（20220729-N11CM-XS）。上级部门的

积极回应和外部输入性资源能够弥补乡村内部治理资源匮乏的问题，切实解决乡村治理的难题，提

升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效能感。而村民参与效能感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村民的参与意愿，还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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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村民参与的频率，使村民在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协商治理的能力。

四、成果赋能增强协商治理满意度

除了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不足的限制，农村协商治理的可持续运作仍受到村民参与满意度的限

制。村民参与协商治理满意度既包括对协商过程的满意度，也包括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在“人工

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中，农村通过数智技术创建民主、公开、切实的协商治理规则，从成果分

配共商、决策过程共享、共创成果公示三个方面提升村民对协商治理的满意度，让协商的成效符合群

众的期盼，这也是保障村民再次参与农村协商治理的关键因素。

1.成果分配“共商定”提升参与获得感

协商治理成果在乡村社会的分配能够提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获得感，也为村民持续参与提供

了外源性动力。通过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对话、辩论、协商等过程，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有序

协商的民主机制和治理形式，进而实现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之间的有机结

合[39]。尽管乡村的合作治理通常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合约，在正式履行约定尤其是进行成果分配的时

候，“分配不均”的主观感受仍然常常支配村民的心理，引起部分村民的“不公”言论，甚至引发利益冲

突。“签合同时，合同上密密麻麻的字根本没看完，做事的时候才发现扯不明白，经常被说吃了亏”

（20221114-N15CM）。事实上，利益相关者往往只关注“合约”规定的权益，而忽略其规定的义务和

责任，各方争议的焦点常常在于过程中的行为和贡献。因此，传统的村规民约也通常不再适应于现

今复杂情境问题的解决，在集体成果分配时再次明确分配规则十分重要。

在实验中，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进行成果分配方案的再议定，具有营造民主氛围、保障实质公

平、激发再协作的积极作用，提升了村民的参与获得感。其中，获得感是主观感知与客观获得的有机

统一，是多元利益主体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40]。“这回搞虾稻共作产业的事，全过程我都参加了

的。最后收益分配的时候，除了合同条款上的规定，有些能人的额外付出，有些老弱病残需要照顾的

情况，村里都组织进行了分配规则再商定。我们的诉求也得到满足，家里人觉得很舒坦，也支持我以

后继续搞这个”（20221114-N15CM）。

2.决策过程“云公开”提升决策满意度

过程信息公开在促进公众参与决策、保障参与的实效性方面具有独特功能[41]。农村协商治理涉

及的事务庞杂，村民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观点，对于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

别人提出的“鸡毛小事”被提上议程往往耿耿于怀。“过去，村里的事最容易扯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

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好多矛盾就是在纠缠不清的过程中埋下了隐患”（20221114-N6GB）。尽管

村里对成果分配规则进行了商定，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仍然会面临一些具体细节和突发事件，需要

酌情处理，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引发新的矛盾。

实验通过对调研报告、统计数据、备选方案、恳谈记录、请示报告等程序性信息进行收集并在“云

恳谈”APP上全面公开，使得多元协商主体不仅能够系统地了解决策过程并且深度参与其中，保证了

村务决策的公开性、民主性及合法性。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决策过程全记录并智能化推送辅助决

策，便于村民清晰了解做决定的全过程和关键环节，也便于村民在数字平台上查看各种相关信息，从

而充分理解决策产生的过程，化解对决策民主性、公平性的质疑，也节省了决策执行的成本，提升了

决策执行的效率。“现在对一些重要村务的处理过程进行全程全面全员公开，各个环节清清楚楚，省

了很多我们去周转协调的时间和精力”（20221114-N6GB）。

3.共创成果“云公示”提升干群信任度

在协商结果公示环节，传统的村务公开受橱窗展示容量有限、内容单一、留存时间短等因素限

制，公开的效果有限，尤其难以满足村民对集体事务信息充分掌握和理解的需求。村务公开在D村

实施得还不错，但过去基本上都是在村务公开栏上用板报的方式呈现。由于版面有限，也因为部分

村干部认为的“敏感内容”“隐私信息”等“不便于公开”，导致传统村务公开环节中的内容常常有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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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此外，因村务多，公开时间短，有时候还会被人为破坏，所以很多时候村民会漏看。“那些行动不

便、不大认识字、眼神不大好、不常住村里的村民，也难以及时查阅”（20221114-N1GB）。

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创造的协商成果，理应被全体参与者充分认可。而通过数智手段进行公示，

能够实现保障村民的知情权、约束基层干部的行为态度，推动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农村政治生态

的良性循环。这次实验中，所有信息都在“云恳谈”APP上公开，并使用视频、语音、图表等多元化的

呈现方式，留续时间长，不受时空限制，村民可以充分翻阅，对结果及其利益分配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以前总觉得搞村集体经济或者公共事务会有猫腻，现在什么信息都可以随时查，都可以跟相关村民

充分讨论，觉得国家政策还是落到了实处，村干部也还是很公道的”（20221012-N13CM）。

在成果分配环节，工作小组将分配规则、分配工作方案、分配阶段性结果都清楚地进行公示，对

于阶段性分配结果有异议的村民可以在公示期提出建议，对于较小的问题及时解决并公开过程和处

理结果，对于争议较大的问题则进行再次商定和公开，极大地化解了矛盾，有效地推进了成果分配工

作。此外，村民还可以利用在APP上长期公示的共创成果数据，进行治理绩效的纵向比较以及与邻

村绩效的横向对比，由此提升参与的满意度，同时增强参与的内在效能感。

五、结论和讨论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在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应用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系列

成效，然而在乡村社会治理场域的推进还刚刚起步甚至饱受质疑。本文基于赋能理论和衡南县“人

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的经验，从参与意愿、参与条件、参与结果三个维度构建心理赋能、结构

赋能、成果赋能的数智技术主体赋能分析框架，呈现了数智技术赋能农村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及治

理效能。

首先，数智技术通过心理赋能增进了村民的集体认同、公共精神和参与效能感，提升了村民参与

协商治理的主观意愿。具体而言，虚实场景再造唤醒了村民关于乡村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村民对集

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提供了情感基础；数智协商平台为村民沉浸式体验

民主协商的氛围提供了便利的途径，同时增强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效能感；村务云扩散有助于村

民及时了解乡村公共事务，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进而提升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意愿。

其次，数智技术通过结构赋能打破了多元主体参与协商治理的结构性禁锢，提升了治理主体参

与协商治理的能力，促进集体共识的形成。其中，数智平台的村务信息公开为村民和村干部理性决

策提供了依据；村级议题信息通过数智平台充分共享解决了传统协商治理过程中主体间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为理性参与协商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有助于村干部和村民之间集体共识的达成；社会议题

通过数智平台广泛征集，使多元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同时也吸引乡镇干部、县职能部门和外出村

民的关注，逐步形成去中心化、聚合交互性的协商共治网络。

最后，数智技术通过成果赋能提升了村民对治理资源的控制力和参与的满意度，促进结果共识

的形成。其中，成果分配共商机制增进了村民参与的获得感，这也是保障农村协商治理中村民主体

地位的关键性指标；过程信息云共享提升了决策的民主化，进而提升了村民对协商过程的满意度；共

创结果云公示是协商成果的重要保障，提升村民对协商结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由此促成农村协商

治理中结果共识的形成，全面提升了治理效能。但由于数智技术在农村协商治理过程中的应用仍处

于试点阶段，其治理成效我们仍需在未来进行持续的过程追踪，进一步阐述数智赋能与协商治理成

效之间的因果机制。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文从心理赋能、结构赋能、成果赋能三个维度阐述了数智技术对农村协商治

理主体赋能的实现路径。通过衡南县D村“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的社会实验发现，数智技术进行心

理赋能、结构赋能和资源赋能的效果是相互交织的。例如，结构赋能不仅能够提供便利的外部条件

支持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全过程，而且能够提升村民参与的效能感。同时，成果赋能不仅能够提升

村民对协商结果的满意度，同时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协商治理的内在效能感，进而提升村民再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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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因此，农村协商治理的效能是数智技术在三个维度赋能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协商治理的

数字赋能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启发。

本研究基于在衡南县开展的“人工智能+屋场恳谈”社会实验，整个实验过程得到了民政部、衡

阳市政府、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等部门和机构的大力支持，有力推动了实验和研究的顺利开

展。然而，在农村协商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仍然缺乏强有力的软硬

件条件支撑。此外，在实验过程中，笔者亦发现乡村数智化治理存在着平台搭建与运维成本较高，以

及传统与现代治理理念冲突等客观矛盾。因此，在未来的数字乡村建设及其治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一是数智平台的搭建要采用“一主多元”的方式，高度集成化的数字治理中心在乡村场

域因场地建设、设备维护、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制约而发展受限，而政务APP、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在乡村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要善用已有的平台进行集约化治理；二是数智技术的使

用要注意虚实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及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充分考虑农村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

要，充分相信地方干部及群众的治理智慧，循序渐进地引进现代治理技术，杜绝“唯数字论”“数字化

一刀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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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Rural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 Social Experi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use Talk” in D Village，Hengnan County

ZHOU Lijuan，ZHU Chengyan

Abstract Currently，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ab⁃
sence of participants，official dominance，and low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nsultative results.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us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solve problems in consultative gover⁃
nance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rassroots governance.Based on the 
empowerment theory and the social experi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house talk，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entities in rural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takeholders，it was found that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wakens 
rural collective memory，enhances self-efficiency，cultivates public spirit through psychological empower⁃
ment mechanisms such as virtual and real scene reconstruction，immersive experience，and “sharing vil⁃
lage affairs on cloud，thereby improving villag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By expanding negotiation channels，sharing information of relevant topics，and responding to public con⁃
cerns through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platform，the structur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has broke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barriers，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knowledge and power structures，and im⁃
proved villager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consultations.The achievement empowerment mechanism such 
as achievement distribu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ope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making public the re⁃
sults of the co-creation has enhanced villagers’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nsulta⁃
tion results.In conclusion，the effectiv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consensus in rural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 house talk； 
collective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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